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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
历史功绩

张　博

[摘　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前后，毛泽东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引领国家和民族的思想觉醒；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

毛泽东深入考察、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实现从科学理论到学术实践、社会实践的跃升；在延安时期，

毛泽东指导推动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格局；在新中国成立

后，毛泽东除旧布新、开拓发展，开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新篇章。总结、回顾毛泽东对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事业的历史功绩，对于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历史功绩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3）08-0051-12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

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pp.5-6)当代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起始于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年

代，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新时代

各个历史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事

业，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

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是一名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名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

家，从思考变革哲学、探索救国道路，到运用、

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实践，毛泽东不仅勤于钻研思考理论学术问

题，还关心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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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2023 年是毛泽东诞辰 130 周年，总结、回

顾毛泽东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历史功

绩，不仅是一种纪念缅怀，而且对于繁荣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大启示

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

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

引领国家和民族思想觉醒

毛泽东青年时代正值民族危亡、山河动

荡，他满怀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志向，踏上探

求救国真理的道路。通过《盛世危言》《新民从

报》等书籍报刊，毛泽东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

界，开始接触到西方思想。武昌起义后，投笔

从戎的毛泽东在《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

会主义”并读到一些小册子，从此对这一问题

产生了浓厚兴趣。到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后，毛

泽东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接受了革命进

步的新思想、新文化，开始思考由变革哲学、伦

理学来确立救国道路：“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

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

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pp.27-28)这一时期，

毛泽东已明确意识到：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发挥

改造国人思想、变换社会面貌的重要作用。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联合何叔衡、蔡和森

等人发起创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

行，改良人心风俗”[2](p.34)为宗旨，团结凝聚了一

批富有家国情怀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学习和传

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良好条件。五四运动前

后，渴求真知的毛泽东两次前往北京并多次前

往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建

立密切联系，搜寻、阅读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报刊书籍，积极参加北京大学新

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社团活动，深入讨

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在这一阶

段，毛泽东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我一旦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3](p.147)1919年7
月，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创办《湘江评论》，由他亲自

担当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撰写发表了《民众的

大联合》等一系列文章，在进步青年中引发强

烈反响。1920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新民

学会会员发起创办文化书社，又相继成立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推广介绍《马

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进步书籍，

组织教师、记者、学联干部研读《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讨论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

等，影响并培养出任弼时、向警予、刘少奇等一

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中国共产

党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运用革命理论推动

革命行动，积极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和工人夜

校，包括在广州、武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

民，学术周流于社会”。[2](p.84)在此期间，他还亲

自编写课本、讲授课程，使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传播从党员骨干扩展到工人群众。此外，毛泽

东积极组织力量与各种不良社会思潮作斗争，

批判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

潮，引导进步青年学习接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是党、军队和国家的

缔造者，也是中国早期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开拓者和先行者。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努力促进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传播，努力加深它对中

国革命、中国社会的作用与影响，比如提出“民

众联合的力量最强”[4](p.292)“唯物史观是吾党哲

学的根据”[5](p.4)等重要观点，不仅为我们党确立

精神旗帜，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萌发

奠定了思想基础。再比如，从新民学会到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再到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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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社团组织或学术团体，孜孜不倦传播马

克思主义，感召带动出蔡和森、李达、李维汉、

周世钊等一批理论家和教育家，不仅为我们党

培养了骨干力量，而且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

业播撒下了人才种子。

二、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

深入考察研究中国社会与革命，

实现从科学理论到学术实践

社会实践的跃升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读书求知的

习惯，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等书籍

报刊，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社会科学

素养，不仅为信仰马克思主义铺就了坦途，也

为观察、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奠定了深厚

的思想文化基础。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是

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探索革命道路的重

要历史阶段，毛泽东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

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思想

成果并做出战略研判。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认为除了“枪杆

子”的军事斗争，还有“笔杆子”的思想文化斗

争，“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

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

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6](p.702)思想文化革命的

深入发展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为开展好思想

文化战线的斗争，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努力提

高哲学社会科学素养。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

明确指出，要加强“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

济科学的研究”，[5](p.95)有力推动了党内哲学社会

科学的学习与教育。

毛泽东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

理、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学问，不仅用于探索

社会规律，更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这一时

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年轻的中

国共产党政治经验不足、革命力量薄弱，国共

合作处处受制受挫，对革命性质和前途等缺乏

清晰认识。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发生在中

国大地上的社会运动，想要认清中国革命的性

质与前途，首先要充分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

况。面对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和风云变化的

国内局势，毛泽东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科学划分中

国社会各阶级和其相应经济地位，依据不同阶

级属性及政治经济利益深入分析他们的政治

立场和革命态度，准确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

人、谁是我们的朋友”[7](p.3)这一革命的首要问

题。这些重要思想理论成果凝结成 1925年 12
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领导中

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找到了最忠实、最广泛的革

命同盟军，也帮助党内同志澄清了认识，纠正

了党内的错误倾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是毛泽东思想萌芽阶段的代表作，也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作

品，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考

察中国社会的先河，为日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理论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与此相似，毛泽东于 1928年撰写《中国的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

1930年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持从中

国革命具体实际和革命形势出发，探索开辟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这些著作同样将当时的中国社会当作考察研

究对象，产生了很多理论成果，如各种社会矛

盾的发展变化规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

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特征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社

会历史价值。此外，毛泽东深入调查社会实践

和革命实践，形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反对本本主义》《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

溪乡调查》等调研报告，得出了正确的思想路

线和方针策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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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8](p.802)的著名论断，创立了一系列重要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包括坚持实事求是、密切

联系群众、善于见微知著，以及普遍调查法、典

型调查法、会议调查法、蹲点调查法，等等。这

些主张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今仍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从事学术研

究、开展社会调查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如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专门机构，建

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专门组织，翻译出

版了《哲学的贫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

高阶段》等多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思

想理论界也通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进一步明

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涌现

出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一批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理论家。这一时期，毛泽东更加侧重

将科学理论运用于革命实践。他通过深入考

察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撰写了大量文章著

述，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在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巨大的理论学

术价值。

三、延安时期：指导推动学科建设

与学术研究，构建本土化马克思

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基本格局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

折。这一时期，毛泽东系统思考了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基本纲领，思想上趋

于成熟。同时，毛泽东也将大量时间投入理论

思考和学术研究，创作出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

哲学社会科学名篇巨著，积极推动哲学社会科

学的学科发展、体系建设、人才培养等，构建了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发展的

基本格局。

（一）潜心研究哲学问题，讲授《辩证法唯

物论》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有

一段相对宽松的时间进行哲学研究。他精读

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

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了《辩证法唯物

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国外学术译著；阅读

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

纲》等国内学术著作。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哲

学的学习钻研达到如饥似渴的程度，如仅对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作的批注就达 12000字。

对此，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在《西行漫记》中

描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

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

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

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

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

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3](p.147)

在学习研究哲学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善于

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中国革命

的具体问题，从哲学理论层面系统总结中国革

命的实际经验。1937年 8月至 9月，他应邀到

红军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撰写形成了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详细介绍了唯心

论与唯物论产生的历史根源，系统阐释了辩证

法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学会

运用矛盾的观点和实践的认识论来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伟大的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

论》就是这个讲授提纲中的两节，经毛泽东整

理后各自成文。

毛泽东在延安的哲学讲授活动以及《辩证

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与教育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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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党员干部、革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学习

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发挥了重大作

用，也对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和哲学社会科学

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实践论》《矛盾

论》用本土、通俗的话语阐述认识的发展过程及

其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用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

观点诠释对立统一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上创立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中国形态，也在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开启了构建中国特色和中

国风格话语体系的历史进程。

（二）推动创办马克思列宁学院，发起成立

延安新哲学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的工作重心

有所转移，需要大量干部从事各方面的抗战工

作，对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为加紧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抗战干

部，毛泽东亲力亲为地在延安创办了多所学校，

包括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

马克思列宁学院等。其中，1938年5月成立的

马克思列宁学院便着眼于培养高水平的理论工

作者和党员干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艾思奇、范文澜等专家学者都兼任学院授课教

师。毛泽东还格外重视马克思列宁学院发挥学

术研究职能：“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

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

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

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

化水准较低的党员。”[6](pp.532-533)按照毛泽东指

示，马克思列宁学院先后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

室和马克思列宁著作编译部，研究编写《中国

通史》、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之后，

为进一步加强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毛泽东又

主导马克思列宁学院先后改组为马克思列宁

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下设9个研究室以

开展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新闻、国际问题等

方面的专门研究，“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

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9](p.326)

毛泽东本人致力于哲学研究，善于通过哲

学培养党员干部的理论思维。1938年，毛泽东

发起成立延安新哲学会，集合当时延安的哲学

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等各领域专家学

者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哲学。

他不仅亲自组织哲学小组活动、主持哲学座谈

会，还大力支持学会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

学习研究《资本论》等学术活动。1940年，延安

新哲学研究会首届年会召开，毛泽东对其给予

充分肯定并特别指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

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

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10](p.194)在延

安新哲学会的带动下，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历

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延安时事问题研

究会等学术团体纷纷组建，《社会科学概论》

《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新文学史纲》等学术

成果纷纷出版。在毛泽东影响带动下，这一时

期延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活跃

兴盛的景象，革命圣地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中心。

（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

推动“学术中国化”运动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

和党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转向消极

抗日、积极反共，国共合作局面日趋破裂，统一

战线内部的斗争形势愈发激烈和复杂。党内

对战局变化、国共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判

断，也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偏差到准确的

过程。新形势和新任务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

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正是在此背景下，党的六

届六中全会召开，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

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在会议上，

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问题，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重大命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

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

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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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

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

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

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6](p.534)随后，毛

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延安干部会议、中

央党校开学典礼等多个场合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进行了阐释与丰富，将其提升为中国共

产党的理论使命与基本遵循。

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

是一个重要理论观点，也是一个重大学术命

题，引发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热烈议论与争相

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直

接推动了“学术中国化”运动。1938 年 11 月，

毛泽东的报告《论新阶段》在延安《解放》周刊

刊发，很快又在重庆《解放日报》连载并发行单

行本。报告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作

风与中国气派”等观点，迅速得到广大马克思

主义者和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同与推崇。1939
年，柳湜、张申府、潘梓年、侯外庐等人纷纷在

《读书月报》《战时文化》《理论与现实》等刊物

上发表文章论著，开启了“学术中国化”运动。

这场运动的核心主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

论、辩证法整理和指导中国学术研究，创造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成果，并在继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开创

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称这种新文化为“新民

主主义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文

化力量，也是“五四”以后中国革命塑造出的新

文化生力军。对此，毛泽东说：“这支生力军在

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

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

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

（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

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6](p.697)

“学术中国化”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学术的

马克思主义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

法论运用于中国学术研究，包括哲学社会科学

与自然科学，实践指向是使学术研究和理论发

展适应中国抗战需要，适应将来的民族和社会

需要。这一阶段，毛泽东的著名论著《论新阶

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研究中国革命

与中国社会，本身也是“学术中国化”的重大成

果。可以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

其所引发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为学术界点燃了

一盏航标灯，让中国学术研究以及哲学社会科

学事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和道路。

（四）吸引感召知识分子，打造文化的军队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和民族陷入空前危

机，外敌侵略和国土沦丧激发着广大爱国青年

和进步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们怀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投入抗日救

亡运动。然而，国民党压制群众抗日呼声、打

击进步青年的爱国热情。在国民党统治区，官

员贪污无能、百姓民不聊生、社会凋敝混乱，大

量知识分子满怀救国热忱，却报国无门。与此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陕甘宁边区自由、民主、平

等，社会秩序稳定，民众精神富足，焕发着朝气

和希望。特别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高举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聚抗日救国青年英

才，给予他们充分尊重和信任，帮助他们实现

抱负、施展才干，一时间令延安成为全中国爱

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

革命圣地。

早在国民党从抗日转向反共之初，毛泽东

就深刻认识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没有

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

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

子。”[11](p.233)1939年 12月，毛泽东专门为中共中

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决定，要

求各级党组织和军队要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对

革命事业的重要作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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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政府和学校，引导他们向革命化、群众化

转变；对于具备条件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吸收

入党。依照此决定，中央军委专门颁布了《关

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提

出充分尊重信任知识分子和专家，给予他们物

质上的优待、工作上的支持，提供适当宽松、自

主的工作学习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的吸引感

召下，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有的甚至

辗转多地经过艰苦跋涉、冲破封锁阻拦才最终

到达。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从抗战开始

到 1943 年末，总计 4 万余名知识分子进入延

安，形成了一股壮观的“圣地洪流”。

军事战线与文化战线始终是毛泽东对敌

斗争的两条重要战线。随着大批知识分子来

到延安，毛泽东开始在抗日战线上打造“文化

的军队”：“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

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

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11](p.257)“我们还要有

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

少的一支军队”。[8](p.847)在这支由知识分子组成

的特殊“军队”中，既有文学艺术领域的文化精

英，也有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名师大家。比如，

艾思奇和他的《大众哲学》启发引导广大进步

青年探求革命真理、追寻共产主义道路；范文

澜在史学论著中讴歌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颂

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经济学家薛暮桥

发挥专长参与对敌货币战争、减租减息等经济

工作，为巩固壮大山东根据地立下重要功劳。

从吸引感召进步青年到建立打造“文化的军

队”，毛泽东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召集在抗战

的大旗之下，汇聚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

下。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依靠自己的学识与作

为，既为延安成为中国的红色思想文化中心添

砖加瓦，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奠定了深

厚的人才基础。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日后都成

长为一代学术大师和社科名家，引领着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进步。

（五）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树立思想文化事

业的根本导向

遵义会议后，党从政治上、军事上纠正了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然而，受各种条件的限

制，“左”的思想根源尚未清除、严重影响也并

未肃清。同时，从抗日战争开始到 1940 年 7
月，全国党员人数从 4万发展到 80万，新补充

的党员仍有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少新入

党的知识分子经历不同、认识各异、思想分歧

严重。这都成为歪风邪气滋长温床。1941年5
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改造

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领导开启了一场大

规模的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

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

八股以整顿文风，目的就是提高全党马克思列

宁主义水平、纠治各种不良之风。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非常关注文化界革

命世界观的塑造问题。1942年2月，他在《整顿

党的作风》中重点强调了知识分子和理论家

的问题，指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要善于将

书本知识应用于工作实际，“变为实际工作

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

问题”，[8](p.816)党和人民需要的理论家要“能够

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并且应

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

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 [8](p.814)1942 年 5 月，

在前期深入调研、精心准备的基础上，毛泽东

召集 100多名文化界、理论界的知名人士在延

安召开座谈会。他先后两次发言，综合形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毛

泽东深刻论述了文艺工作和知识分子“为什么

人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

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

合，要为群众服务”，[8](pp.863、877)鲜明指出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问题，革命的文艺工作和知

识分子“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知识”；[8](p.852)充分阐明了思想文化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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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核心问题，“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

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8](p.855)共产党作为工

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着革命事业和革命文化。

可以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文艺

出发，却又超越了文艺。它帮助广大文艺工作

者和理论工作者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人生

观；帮助整个思想文化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

认识论、方法论；为包括思想文化工作、哲学社

会科学事业在内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解答了

诸多原则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经过延安整

风运动，理论学术界的思想得到了改造，马克

思主义的底色更加浓郁厚重，服务人民大众的

立场更加鲜明坚定，维护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成

长进步、繁荣发展的政治方向与学术导向也真

正构建了起来。

四、新中国成立后：除旧布新、开拓

发展，开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确立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建立新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的工作体系，提出科学文化事业的正

确方针，谋划人文社科事业的战略发展，从而

迎来了新纪元，开启了新篇章。

（一）发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教育,引导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初，旧社会长期的战争摧

残、社会动乱和经济落后造成各方面满目疮

痍、百废待兴。毛泽东和党中央大力进行各项

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有步骤推动各行

业、各领域除旧布新。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

形态领域，面对旧思想、旧文化的繁杂混乱，毛

泽东深刻意识到“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

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

文明先进的中国”，[6](p.663)首当其冲地就是开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教育：“对宣传马克思

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

同的认识”[12](p.261)“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

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

年学生的迫切需要”。 [13](p.318)在毛泽东的大力

推动下，1951年3月，中央颁布《关于加强理论

教育的决定》，同年5月又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开展了一场全党全国范围大规模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教育运动。在这场活动

中，从党员干部到工农群众，从青年学生到知

识分子，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普遍提高，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同时，这

场教育活动也有力涤荡了旧社会落后、腐朽的

思想文化，有效确立和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

主导地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得以确立，就是

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

方向的确立。这是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基础与前提。

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哲学社

会科学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

考虑到不少知识分子的思想带有旧社会消极

守旧的思想烙印，毛泽东非常关注其改造问

题：“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

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

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3](p.409)毛泽东为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确定了团结、教育、改

造的方针，党中央和全国政协前后发布《关于

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关于开

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指示》，组织

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增强无产阶级意识；促进

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在“三反五反”等

运动中加强社会实践锻炼，筑牢服务人民观

念；引导知识分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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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思想、清除错误观念。知识分子的思想改

造运动从教育界发端，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理

论界，尽管后来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但总

体上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关于马克思

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

和认识水平确实显著提高了。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与学习教育

相辅相成的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文化进行批判。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

头脑中的旧思想、旧文化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

台。无产阶级思想要占领学术文化阵地就必

须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较量。

经过一系列思想文化批判，旧知识分子中存在

的各种旧的文艺思想、学术思想得到有效清理

与改造，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界、学术界的指导

地位也得到进一步确立。尽管批判运动后期

有过火倾向，但仍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发挥

着理论阐释、资政育人的作用，担负着思想交

锋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功能。新中国成立

初期，毛泽东主导开展的与各类错误思潮的一

系列较量交锋，充分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

会科学的批判斗争精神，为哲学社会科学正本

清源、激浊扬清树立了榜样。

（二）建立完善专门组织机构,构建新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体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逐

步建立并完善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研

究机构。对此，他亲自参与起草和修改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

“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

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14](p.11)1949年 11
月，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汇

聚了郭沫若、范文澜、郑振铎、罗常培等一批哲

学社会科学名师大家。毛泽东亲自为第一任

院长郭沫若颁发“中国科学院”铜质印信。中

国科学院首批成立的 15个研究所包括近代史

所、考古所、语言所、社会所等4个社科类部门。

1955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体制，成立

哲学社会科学部，成为领导有关研究所、组织

和指导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专门机构。

随后，毛泽东亲自指示、支持组建了哲学所、

文学所、民族所等多个研究部门，强调“大大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

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

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

的尖锐武器。”[15](p.225)各研究所先后创办了《新

建设》《哲学研究》《文学评论》《民族研究》《中

国语文》等学术期刊，为增进学术交流、提高

研究水平、推动社会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8 年 11 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期间看到经

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特地批示

印发与会同志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

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

在这里搞了，而且全国也议论纷纷了……还要

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理

论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16](p.521)

除了推动建设国家级研究院所，毛泽东也

非常关心高等教育机构、编译部门和学术团体

等的建设和发展。对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就指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

要任务之一”。[13](p.109)1950年10月，毛泽东亲自

筹划在华北大学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建

成新中国第一所人文社会科学类和共产党领

导的新型大学。随即，全国各大高校开始建立

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机构，各省市也开始

创办地方性社科院所，很快形成了由国家院

所、高等院校和地方机构所组成的哲学社会科

学机构体系。1953年 1月，毛泽东亲自批准成

立中央编译局的决定，明确其任务是“有系统地

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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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著作。”[17](p.258)中央编译局陆续整理、翻译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

等，有力配合了全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运

动和理论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各种社科类学术团体蓬勃发

展：政治学会、法学会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部

宪法；史学会提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哲

学会编写著作、教材大力普及马克思主义哲

学。毛泽东大力支持建设理论队伍和学术团

体，强调“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

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

理论队伍。”[18](p.395)各大学术团体包括后来的各

省级社科联和各类学术组织在团结广大知识

分子、配服从党的领导、坚定马克思主义等方

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推动新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组织力量。

（三）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1950 年底，文化部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

议，在戏曲改革讨论中发生了以京剧为主还是

地方戏为主的争论。对此，毛泽东在中国戏曲

研究院成立时题写“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

词，以此鼓励各种戏曲艺术自由竞赛、改革创

新的发展方针。1953年，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

历史学家围绕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

过渡的历史分期问题展开争论，中国历史问题

研究委员会就此请示学术界的路线方针问题，

毛泽东便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次年2月

正式创刊的《历史研究》杂志，同样以该主张作

为办刊方针。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

党和国家面临着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建设社

会主义的重要任务，迫切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其中就需要调动广大知

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然而，有些人对刚

刚经历的思想改造、文化批判和镇反肃反等运

动心有余悸，持谨慎观望态度；还有些人对苏

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较大震动产生激烈复杂反响，开始意识到

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对思想文化

的抑制。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召开全国知识

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更充分动员和发

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重

要讲话，他指出：“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

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

知识分子。”[19](p.515)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完整提出“双百”方针，“艺

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

该成为我们的方针。”[20](p.266)5月 2日，毛泽东在

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又对“双百”方针进

行了阐述：“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

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现

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

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

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

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

我们也需要这个。”[19](p.574)1956年9月，党的八大

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入决议文

件，“双百”方针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

化事业的基本指导方针。此后，毛泽东又在《如

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和全国宣传工作

会议等多个场合重申和阐释了“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一经提出和确立，就在学术

界、文艺界引发了强烈反响，生产了巨大影响。

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倾向被有力抵制，

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束缚被有效解

除，思想文化领域多年沉闷的空气被打破，焕

发出一片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学术争鸣得以蓬勃开展、研究热情被极

大鼓舞，不同理论、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可以相

互讨论、自由交流，在实践中总结知识、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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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以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在“双百”方针引

领下，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开始呈现出健康活跃

的氛围和良好发展的态势。尽管后来由于

“左”倾思想干扰损害，“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遭受到一定扭曲，但其所蕴含的辩证思维和政

治智慧却始终熠熠生辉。时至今日，“双百”方

针依然是党和国家营造健康学术环境、正确处

理政治与学术关系、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

长期、根本的指导方针。

（四）因势利导、深谋远虑，谋划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事业的战略发展

随着广大知识分子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

潮，党中央郑重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

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指出：“我

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

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

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1](p.2)毛泽东

深刻意识到，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是包括哲学社

会科学在内的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必然要求。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

宣传部牵头成立专家领导小组，会同中国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央党校、教育部、文化部

等单位，研究制定《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纲要》，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文社科发

展规划，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长足发展

谋划了目标远景，开启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工作的先河。

毛泽东认为，打造过硬的理论队伍是一项

重要历史任务：“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

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

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

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造成工人阶

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括从旧

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

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

伟大任务。”[16](p.193)关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建设，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知识

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22](p.718)知识分

子应既精通专业知识，又站稳政治立场。对

此，各级、各地大力推行知识分子培养计划，哲

学社会科学的专家队伍和理论队伍由此得到

加强。不可否认，由于“左”的错误，整风反右

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对待。但也

要看到，通过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无产阶

级世界观教育以及进厂、下乡与工农群众结合

搞研究等，对于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的

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研究能力有着很大的积

极促进作用。毛泽东“又红又专”的思想，强调

知识分子既有坚定政治信仰，又有过硬业务本

领，时至今日仍对培育壮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的人才队伍具有指导意义。

20世纪60年代，伴随中苏关系破裂，世界

殖民体系瓦解，许多国家纷纷独立，中国对外

交流交往、认识了解世界的步伐开始日益加

大。毛泽东敏锐意识到，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1961年4月，毛泽

东在同非洲外宾谈话时鲜明指出：“我们对于

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

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

情况。”[23](p.465)按此指示，中央有关部门进一步

加强了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在机构设置、专

项部署、成果运用等方面加大了政策倾斜和力

量投入：先后组建拉美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东

南亚研究所等，在一些综合性大学也开设国际

政治系；发布《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

告》、成立“国际研究指导小组”；为丰富研究内

容、拓展研究范围，毛泽东还指示创建了世界

宗教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国文

学研究所等。在毛泽东的引领下，这一时期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研究国际

问题的高潮。尽管在初见成效不久后就遭到

冲击与破坏，但这些机构的建立和研究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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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无疑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

国际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有着勤于探索真理、勇于实践求知

的伟大精神品格，一生都喜欢和善于研究思考

问题。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在哲学、伦理学中探

求人生和宇宙的大本大源，到后来立志救国救

民、探索开辟革命道路、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一

系列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无不闪烁着求真务

实品格的光芒。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本身就是毛泽东

研究、考察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凝结而成的思

想理论精华，从哲学社会科学角度看具有重大

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毛泽东对当代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事业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毛

泽东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进

步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历史贡献

有的穿插于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谋划，有的内

含于治党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但都对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进程与历史走向产生

了决定性影响。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

一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

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

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24](p.42)

新时代新征程，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艰巨事业，广大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们依然要在传承毛泽东关于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思想方略的基础上

继往开来、再创新篇。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6.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  
     (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美]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    
    社，200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   
    编辑组 .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 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0.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陈云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      
       本)(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7]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18]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2]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3]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    
      版社，1994.
[2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澄　宇　

-- 62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3年第8期

On Promoting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of Theories：：Xi Jin-ping’s proposal that “promoting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of 
theories is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and an important way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reveals a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 as a scientific theory determine that 
it intrinsically requires the continual advancement of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of theories.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ognition an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both indicate that advancing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of theori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open up a 
new realm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o promote the CPC’s 
theories of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of various discipline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e must,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grasp the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nd hold fast to and 
applying the position, viewpoint, and methodology that runs through them; we must, on the basis of social practice, orient ourselves to the actual life 
of the society as well as integrate and unify the studies of objective reality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Tian Xin-ming)
A Vivid Record of Historical Progress and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On Studying Selected Works of Xi Jin-

ping：：Studying Selected Works of Xi Jin-ping can help us grasp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more 
profoundly.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unifying history and logic, the first volume grasps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assumes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in a problem-oriented way, a shift from “responding to changes and laying out a new situation” to putting forward “new strategies 
and new ideas”; the second volume, stretching from declaring a “new era” to proposing “new ideas”,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and 
formula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vividly record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opening up a new era and creating new ideas. Selected Works of Xi Jin-

ping systematically presents the main content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its scientific system, fully demonstrates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of “a new leap”, profoundly reflects its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s 
well as its underlying position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and centrally unfolds its innovativeness. (Chen Xi-xi, Hu Hai-peng)
The Valuable Contribution of Updated ““Systems Thinking”” to Marx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mong the “six unshakable 
principles”, that “we must apply systems think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s it enriches the methodological 
treasure trove of Marxism from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Systems thinking boast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sources, and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in Xi 
Jin-ping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a product which fully absorbs systems think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by Leni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reflects the twentieth-century Marxist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nter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Xi Jin-ping scientifically grasped 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applied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is integration of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into state governance reflects the CPC member’s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oundational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uggests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method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un Li)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and Original Academic System of Marx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task proposed by Xi Jin-ping for the majority of theoretical workers.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and original academic system of 
Marx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at should be consolidated so as to build the three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can form the “four beams and eight pillars” of an independent and original 
academic system of Marx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three historical leaps in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s the 
main body, a series of defining concepts extracted from the localization as cornerstones, and a number of foundational assertions presented 
through these concepts as struts. As the process of localizing Marxism in China is still on its way,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and original 
academic system of Marx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long-term, comprehensive and open work. (Institute of Chinese Marxism,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nstructing Chines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Basic Ideas and Principles：：To tell good Chinese stories, spread favourable Chinese 
voices, and present credible, lovely and honorable images of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mature Chines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solid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its profound cultural foundatio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its unique practical symbol.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nd improving the Chines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must focus on the pursuit of goals at four levels: showing China’s 
achievements in development and manifesting China’s attitude; enhancing its international voice; resisting the decadent bourgeois ideology of the 
West; and contributing China’s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the new civilization of mankind. On this basis, we should also focus on three dimens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discourse, following the logic of discourse and the laws of languag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forming to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s well as the habits of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thinking; in view of China’s specific practice, effectively reflecting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n the new 
journey. (Zhang Xian-zhi)
On Mao Ze-dong’’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Mao Ze-dong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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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his leading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bou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Mao Ze-dong has studied and disseminated Marxism, leading the ideological awakening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and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Mao Ze-dong conducted in-depth investigations 
and researches on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revolution, which realized the leap from scientific theories to academic and social practices;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Mao Ze-dong guided and promote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ing to build the basic pattern of 
the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o Ze-dong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rough upgrading old layout and exploring new development. Summarizing and 
reviewing Mao Ze-dong’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Zhang Bo)
Re-discussing Mao Ze-dong’’s Thought on Comprehensive Balan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economic thought, 
Mao Ze-dong’s thought on comprehensive balan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cludes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comprehensively balanc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basis, the guarantee, and the means for its realization, and the growth mod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form of a 

“wave-like advance”.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Mao Ze-dong’s thought on comprehensive balan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reflects important values of the times: firstly, it is to realize the dynamic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on the basis of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secondly, it is to promote the shift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irdly, it is to provide leadership,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micro-carriers for 
comprehensive balan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rough adhering to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economic work and to 
the “two unshakeable principles”. (Zhou Shao-dong)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Led by Mao Ze-dong in the Soviet Period: Practical Strategies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Mao Ze-dong criticized the two extreme understandings of “revolutionary-war-centrism” and “economic-construction-centrism” within 
the CPC and the Red Army. After rounds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Mao Ze-dong initially formed a set of economic strategies to serve 

“revolutionary war” with “economic constructio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economic-military science, the strategy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orientation, mobilization, integration and massification. In terms of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he research method pioneered by Mao Ze-dong 
became the CPC’s practical methodology for carrying out revolutionary and economic work; his strategy provid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economic blockad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in the Shanxi-
Gansu-Ningxia Border Areas, and for the rapid recove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which enabled the people in the 
Soviet area to transform the expectation for a happy life into a beautiful reality of the New China. (Han Ling, Tang Song-nan)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Elaborating on Theoretical Struggle: Important Exposition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Theoretical 
struggle reflec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ggle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It is the basic form of proletarian struggle and a distinctive 
concept of Marxism. The classic Marxist writers have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heoretical struggle. Centering on the central 
issue of “what the theoretical struggle is, as well as why and how to carry out it”, they clarified the content and scope of the theoretical 
struggle and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and basic rules for promoting the struggle. In the face of new missions,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by the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on the theoretical struggle and the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the struggle inspire us: 
we must confront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on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front, face up to and attach proper significance to the theoretical 
struggle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promote positive and healthy theoretical struggle with a certain direction, principles and stance. 
(Wang Wei-p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Capital Increment: A Changing Trend：：Driven by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isplacement of capital increment has triggered the accelerated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collusion betwee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leads to the dramatic imbalance of wealth distribution in the world;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global resources presents a new 
situation. Based on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should thoroughly stud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egemony of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hina’s open economy, develop limit thought to cope with the competition in 
the field of high-tech and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further enh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lement a high level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We should als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the domestic cycle plays a leading role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promote each 
other. In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capitalized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empowered capital,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institutional attribut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apital, coordinate the strateg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open up a new situation of win-win cooper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Qiong-qiong)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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